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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北京市生境质量时空演变
研究

冯　 舒１，２，孙然好１，陈利顶１，２，∗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际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城市生境质量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北京市为例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

分布特征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并借助 ＩｎＶＥＳＴ⁃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模型评估了北京市 ４ 个时期（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４ 个区域（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发展新区、城市功能拓展区、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生境退化程度和生境质量变化情况。 结

果表明：（１）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建设用地增加了近 ４０％，耕地、湿地是其快速扩张的主要来源，城市发展新区的建设用地增加

了 ６０％；（２）主要的生态用地（林地、草地、湿地）所占比例总体增加了 ５．７１％，但是总体景观结构异质性减弱，斑块破碎化程度

加大；（３）生境质量总体下降了 ２％，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生境质量总值逐渐升高；生
境退化度逐渐增加，最严重的区域在城市功能拓展区以及平原－山区交界地带。 本研究是对区域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的有益探

索，为今后进一步城市景观格局的构建和优化提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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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中国城镇化率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９２％ 显著增加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８．５２％，预
计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６０％。 土地资源需求量的迅速增加，日益激化了社会发展中资源匮乏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

矛盾［１⁃２］。 城市快速扩张不可避免地将大量的森林、草地、湿地和水域等生态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３⁃５］，
由此带来诸如热岛效应［６］、洪涝灾害［７］、灰霾效应［８］、水污染［９］、生物多样性降低［１０］ 等一系列城市问题［１１⁃１２］，
对城市、区域乃至全球的生态安全造成较大的影响［１３⁃１５］。 随着土地利用方式不断转变，适合生物生存的生境

趋于破碎化，导致生境功能退化甚至丧失，成为生物多样性降低的主要原因［１６⁃１７］。 相关研究表明，土地利用

方式的改变能够深刻影响生境斑块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循环过程，进而改变区域生境分布格局和功

能［１８⁃２０］；城市化带来的景观破碎化可能会分离生境斑块，通过降低景观的结构连接度从而阻碍生物个体在不

同生境之间的迁移和扩散［２１⁃２２］。 目前，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由于生境面积的减小和生境质量的降低，全球

范围内的物种消亡速度不断加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２３］。 评估生境质量对研究生物多样

性及其保护工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基础，对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

衡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关于土地利用与生境质量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构建生境评价指标体系评估生境质量，

主要涉及河流［２４⁃２５］、自然保护区［２６］以及各类城市［２７］，研究对象多样，通过野外实地调查获取与生境质量有关

的各项参数，如植被类型、生物物种、坡度、坡向、海拔、水质、土壤特性和人类干扰活动等指标。 该方法需要较

高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数据量较大，不易获取。 另一类是基于模型的评价方法，最常用的模型是由美国斯坦福

大学、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开发的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中的生境质量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模块，与前者相比，该模型对数据量的需求较低，计算结果

空间可视化较强［２８］，可以反映不同景观格局下的生境分布及其退化状况，近年来基于该模型开展了一系列生

物多样性的相关研究［２９⁃３０］，对多个尺度、不同地区的生境质量进行了深入评价［３１⁃３３］，为不同区域的生态保护

和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依据。
北京市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增加的城市用地对各类生态用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是开展城市

化和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研究的理想场所［３４］。 本研究通过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不同土地利

用类型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借助 ＩｎＶＥＳＴ⁃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模型，评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 ４ 个时段的生

境退化程度和生境质量变化情况，分析北京市不同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区域差异，识别生境保护过程中需

要重点关注的敏感区域，揭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空间格局特征对生境质量的影响。

１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西北部的边缘（３９°２６′—４１°０３′Ｎ，１１５°２５′—１１７°３０′Ｅ），是平原与高原、山地的交接地

带，面积为 １６４１０．５ ｋｍ２。 西部和北部被连绵不绝的群山所环抱，平均海拔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米，占北京市总面积的

６２％，其余地区为平原区，平均海拔 ２０—６０ ｍ（图 １）。 地处中纬度，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
季寒冷干燥，春、秋短促，多年平均气温 １２．３℃，年降水量约 ４００—６００ ｍｍ，区域内地带性植被类型是暖温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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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北京市行政边界及高程图

Ｆｉｇ．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叶阔叶林。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增强，大部分平原

地区已成为农田和城镇，不断增加的城市用地对其他用

地类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随着土地利用类型的不断变

化，城市的景观格局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北京市包括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门头沟、

石景山、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延庆、
密云等 １６ 个市辖区，早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４—
２０２０ 年）》以及 ２００５ 年正式发布的《中共北京市委北京

市人民政府关于区县功能定位及评价指标的指导意

见》中，已根据不同的发展定位将全市划分为首都功能

核心区（东城区、西城区）、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区、海
淀区、石景山区、丰台区）、城市发展新区（昌平区、顺义

区、通州区、大兴区、房山区）、生态涵养发展区（门头沟

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等 ４ 个功能区域

（图 ２），并在最新发布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３５ 年）》中有所体现。 关于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

质量的影响，近些年在不同地区已开展了一系列相关工

作［２９⁃３０，３２］，多数是在整个研究区尺度上进行的分析和探

讨，本文基于前人研究，选择在北京市四大功能分区的

基础上开展工作，进一步讨论生态用地的变化与生境质

量之间的关系，顺应了北京市不同城市区域的发展规

图 ２　 北京市不同发展规划区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划，对研究结果的分析也将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１．２　 景观格局分析

基于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遥感

调查与评估的土地利用分类数据，进一步结合不同时期

遥感图像对数据进行精细化处理，并在 ２０１０ 年土地利

用分类的基础上，结合 ２０１５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影像数据通过

人工目视解译出 ２０１５ 年的土地利用分类图，最终得到

北京市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分辨率为 ３０
ｍ 的 ４ 期土地利用数据。 分为林地、草地、湿地、人工表

面、耕地、裸地等 ６ 种类型。 根据后期研究需要，将林地

细分为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其他林地，耕地划分

为水田和旱地，人工表面细分为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和

居住区。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将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５ 年

和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三组数据分别叠加，获得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通过分析获得各类型土地的流失去

向以及研究末期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构成与来源。
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的方法，选取斑块面积所占景观

百分比（ＰＬＡＮＤ）、斑块类型面积（ＣＡ）、平均斑块面积

（ＭＰＳ）、景观形状指数（ＬＳＩ）、斑块数量（ＮＰ）、斑块密

度（ＰＤ）、蔓延度指数（ＣＯＮＴＡＧ）、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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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ＤＩ）等多个常用的指标进一步分析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及其演变，这些指数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景观

格局的面积、形状等空间构型特征以及景观的异质性和破碎化程度，为进一步探讨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与

生境质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 所有景观格局指数的计算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软件中完成，各指数含义

和生态学意义见参考文献［３５⁃３７］。
１．３　 生境质量分析

通过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生境质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模块评估区域景观水平上的生境变化特征，该模型结合不同

地类对各威胁因子的敏感性和外界威胁强度得到研究区生境质量的分布，通过生境质量的高低来评价研究区

的生物多样性，反映生态系统能够为物种提供生存繁衍条件的潜在能力［３１⁃３２］。 该模型基于人类活动影响因

子进行评价，通过考虑威胁因子的影响距离和权重、威胁因子的强度、威胁因子对生境的威胁水平、法律保护

程度（由于北京市土地法律保护工作开展较好，本研究将值设置为（１）以及各土地类型对威胁因子的敏感性

等因素，计算出研究区的生境退化度和生境质量，通过模型结果反映土地利用动态变化与生境质量的相关变

化规律。 相关的生境评价指标及意义详见表 １。

表 １　 生境评价指标及意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生境评价指标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公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

含义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生境退化度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Ｄｘｊ ＝ ∑ Ｒ
ｒ ＝ １∑ Ｙｒｙ ＝ １

ｗｒ

∑ Ｒ
ｒ ＝ １ｗｒ

æ

è
ç

ö

ø
÷ ｒｙ ｉｒｘｙβｘＳ ｊｒ

ｉｒｘｙ ＝ １ －
ｄｘｙ

ｄｒｍａｘ
( )

Ｒ 为威胁因子个数；ｗｒ为威胁因子的权重；Ｙｒ为威胁层在地类图层

上的栅格个数；ｒｙ为威胁因子的强度，是每个栅格上威胁因子的个

数；ｉｒｘｙ为威胁因子对生境的威胁水平；βｘ为法律保护程度；Ｓ ｊｒ为 ｊ 类
土地类型对威胁因子的敏感性大小；ｄｘｙ 为栅格 ｘ（生境）与栅格 ｙ
（威胁因子）的距离；ｄｒｍａｘ为威胁因子 ｒ 的最大影响范围

生境退化度分值的高低反映了该景观类
型栅格单元受生态威胁因子影响的程度，
分值越高，说明该栅格单元受威胁因子的
影响越大，生境退化程度也就越高。 同时
还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生态环境遭破坏以
及生境质量下降的可能性。

生境质量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ｘｊ ＝ Ｈ ｊ １ －
Ｄｚ

ｘｊ

Ｄｚ
ｘｊ ＋ ｋｚ( )( )

ｋ 为半饱和常数，即退化度最大值的一半；ｚ 为模型默认参数；Ｈ ｊ为

生境适宜度；Ｄｘｊ是栅格 ｘ 的生境退化度

生境质量指环境能够为个体或种群的生
存提供适宜的生存条件的能力，取值范围
介于 ０—１ 之间；分值的高低反映了在威胁
源的影响下生境质量的好坏，得分高的地
块，生态系统结构稳定，生境质量好；得分
低的地块抗干扰能力较差，生态环境容易
受到破坏

本研究将空旷用地、交通用地、居住地、耕地和裸地作为威胁因子，在模型推荐值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区的

自身特点，并结合类似地区已有研究结果，确定各威胁因子的最大影响距离和权重、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境

适宜度以及各土地利用类型对不同威胁因子的相对敏感程度。 生境适宜度取值范围为 ０—１，值越大，生境适

宜性越强，一般情况下，越接近自然的、相对越复杂的系统其生境适宜度越大，敏感性相对较低，单一的人工环

境基本不具备生境适宜性。 因此，本研究将林地中的有林地和灌木林地的生境适宜度设为 １，所有人工表面

的生境适宜性设为 ０，各威胁因子最大影响距离和权重、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境适宜度及其对 ５ 种威胁因

子敏感性的设置如表 ２、３ 所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耕地、林地和草地始终为北京市的主要地类，构成了基质。 １５ 年间，研究区土地覆

被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图 ３），人工表面、林地、草地的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分别增加了 ４０％（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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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２）、６％（５４１ ｋｍ２） 和 １９％（１５４ ｋｍ２），其中，人工表面增幅最大；而湿地、耕地均下降了约 ３０％，减少面积分

别为 １４０ ｋｍ２和 １４３８ ｋｍ２，耕地面积减幅最大。 主要的生态用地（林地、草地、湿地）所占比例总体增加了 ５．
７１％（约 ５５５ ｋｍ２），但增幅逐渐减小。 其中，林地、草地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湿地面积先降低后增加，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年间降低幅度最大，２０１０ 年之后面积有所增加。 耕地面积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间变化幅度最为显著，下降

了 ３２％，２０１０ 年之后减少的趋势有所缓解。 总体来看，建设用地急剧扩张、耕地资源快速减少是该时期北京

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点。

表 ２　 威胁因子最大影响距离和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

威胁因子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

最大影响距离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ｋｍ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威胁因子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

最大影响距离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ｋｍ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工矿用地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ａｎｄ ９ １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８ ０．６

交通用地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８ ０．７ 裸地 Ｂａ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 ４ ０．２

居住区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 １０ １

表 ３　 土地利用类型的生境适宜度及其对各威胁因子的敏感性

Ｔａｂｌｅ ３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生境适宜度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ｉｔｙ

工矿用地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ａｎｄ

交通用地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居住区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裸地
Ｂａ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

有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１ １ ０．７ １ ０．８ ０．５

灌木林地 Ｂｕｓｈ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１ １ ０．５ １ ０．６ ０．４

疏林地 Ｏｐｅ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０．９ １ ０．８ １ ０．８５ ０．５５

其他林地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０．８ １ ０．７ １ ０．９ ０．５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８ ０．７５ ０．５５ ０．８５ ０．７ ０．６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０．９ ０．９ ０．５ ０．９ ０．６５ ０．４

水田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０．６ ０．６ ０．６５ ０．７ ０．１ ０．５

旱地 Ｕｐｌ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０．４ ０．６ ０．６５ ０．７ ０．１ ０．５

人工表面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０ — — — — —

裸地 Ｂａ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 ０ — — — — —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Ｆｉｇ．３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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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间，４ 个不同区域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具有明显的差异。 其中，仅占全市面积 １％的首

都功能核心区和 ８％的城市发展新区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均为人工表面，其所占区域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９０％
和 ６０％以上，北京市 ５０％以上的人工表面分布在这两个区域；由于地势较为平坦，全市 ６０％以上的耕地分布

在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面积最大，包含了全市 ７０％ 以上的林地和草地。 目前，国内外关于生态用

地的内涵界定和分类等还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认识［３８］，由于耕地为生物提供的生境适宜性比较有限，本研究将

林地、草地、湿地视为主要的生态用地。 可以看出，４ 个不同区域的主要生态用地面积均有所增加，增长最多

的为城市功能拓展区（９％），变化最小的是首都功能核心区（表 ４）；此外，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工表面增长最快

（近 ６０％），耕地面积减少最多（２７％）。 总体看来，由于区域发展定位不同，四个功能区域具有不同的发展特

点，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表 ４　 不同区域类型的主要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ｙｐｅｓ

区域类型
Ｔｙｐｅ

范围
Ｒａｎｇｅ

占全市面积
的比例 ／ ％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主要土地利用类型
占区域面积的比例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主要
生态用地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首都功能核心区
Ｃｏ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 东城区、西城区 １ 人工表面（９０％以上） ８％ → ９％

城市功能拓展区
Ｕｒｂａ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ｚｏｎｅ

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
丰台区

８ 人工表面（６０％）、
耕地（３０％） １７％ → ２６％

城市发展新区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昌平区、顺义区、通州区、大
兴区、房山区

３８ 耕地（４０％）、
林地（３５％） ３８％ → ４１％

生态涵养发展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门头沟区、延庆区、怀柔区、
密云区、平谷区

５３ 林地（７０％以上） ８２％ → ８５％

根据 ３ 个时段的土地利用变化矩阵（表 ５），可以看出，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建设用地的扩张最为明显，耕
地和湿地的降幅最为显著，约 １９．２５％的耕地和 １１．２７％湿地转化为建设用地。 从不同时期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表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５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年份
Ｙｅａｒ

类型
Ｔｙｐｅ

林地 ／ ％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草地 ／ ％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湿地 ／ ％
Ｗｅｔｌａｎｄ

耕地 ／ ％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人工表 ／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裸地 ／ ％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林地 ９８．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４ １．３３ ０．３８ ０．０３

草地 １１．６１ ８４．６８ ０．２１ １．８３ １．３０ ０．３８

湿地 ５．４２ ９．３０ ６１．９７ １４．４８ ５．６３ ３．２０

耕地 ９．５５ ２．２８ ０．４５ ７９．２４ ８．１８ ０．３０

其他 １．３３ ８．２２ １．１３ １９．６１ ７．４９ ６２．２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林地 ９９．２９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３８ ０．０１

草地 ６．７０ ８６．５１ １．１１ １．７２ ３．７４ ０．２３

湿地 １．９９ １．５０ ８７．１３ ５．７３ ３．５４ ０．１１

耕地 ４．５２ ４．４５ ０．４９ ８０．８３ ９．３４ ０．３７

其他 １．６０ ８．４０ １．０６ ９．２２ ９．３０ ７０．４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林地 ９６．９１ ０．８９ ０．１５ ０．９１ １．０９ ０．０５

草地 ８．５７ ８５．３２ １．１４ ０．５８ ４．３３ ０．０７

湿地 ３．２２ ３．３１ ８４．５６ ５．２７ ３．５２ ０．１２

耕地 ２．６９ ０．３３ ０．７３ ９０．１９ ６．０１ ０．０５

其他 ６．６３ １．０３ １．５６ ２．７９ ６．１５ ８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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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林地面积始终较为稳定，在不同时期内，均有 ９５％以上的林地保持不变，其次是草地（８５％左右）；湿地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转出比例最大，之后有所缓解；耕地的转出比例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较高，随后减缓；除了转化

为人工表面，减少的耕地还转出为林地和草地，减少的湿地转为耕地、林地和草地。 总体来看，耕地转为建设

用地、林地和草地间的相互转换及湿地转为耕地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
２．２　 土地利用格局特征及其演变

类型水平上的景观指数表明（表 ６），林地的平均斑块面积（ＭＰＳ）以及斑块面积所占景观面积比例

（ＰＬＡＮＤ）远大于其他类型，主要以大面积的斑块形式存在，聚集程度较高，分布较为集中，其次是耕地；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虽然林地和草地的面积均有所增加，但逐年增长的斑块数（ＮＰ）与斑块密度（ＰＤ）导致平

均斑块面积（ＭＰＳ）下降，从而导致总体斑块破碎化程度加大；与之相反，人工表面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在向

城市外围扩展的同时，不同年份的 ＮＰ、ＰＤ 和 ＭＰＳ 均有所增加，反映出城市建设用地不仅数量增多，面积也逐

渐增大，呈现出“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湿地和耕地由于其他用地的侵占，平均面积逐渐降低，破碎化趋势有

增无减。

表 ６　 北京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类型水平上景观指数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６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ｔ ｔｙｐ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类型 Ｔｙｐｅ 年份 Ｙｅａｒ ＭＰＳ ／ ｈｍ２ ＰＬＡＮＤ ／ ％ ＮＰ （ｎ ≥１） ＰＤ ／ （ｎ ／ １００ ｈｍ２）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 ３１９．５０ ５１．７３ ２６５３ ０．１６

２００５ ３３０．４２ ５４．０６ ２６８１ ０．１６

２０１０ ３１８．９８ ５５．１７ ２８３４ ０．１７

２０１５ ３０６．４０ ５５．０３ ２９４３ ０．１８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 ３０．５６ ４．８６ ２６０８ ０．１６

２００５ ２９．４３ ５．２２ ２９０８ ０．１８

２０１０ ２８．３６ ５．７９ ３３４６ ０．２０

２０１５ ２７．７４ ５．８１ ３４２９ ０．２１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 ２６．１３ ２．７５ １７２７ ０．１１

２００５ ２１．６７ １．８７ １４１１ 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４ １．８１ １４７９ ０．０９

２０１５ １９．５９ １．９０ １５８７ ０．１０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 １５１．４２ ２７．０８ ２９３０ ０．１８

２００５ １２８．７０ ２２．７４ ２８９５ ０．１８

２０１０ １２１．５２ １８．８０ ２５３５ 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１０３．２４ １８．３０ ２９０４ ０．１８

人工表面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２０００ ４６．０４ １３．３２ ４７４０ ０．２９

２００５ ５２．９０ １５．７４ ４８７５ ０．３０

２０１０ ５６．６２ １８．０６ ５２２７ ０．３２

２０１５ ５７．４０ １８．６１ ５３１４ ０．３２

　 　 ＭＰＳ：平均斑块面积，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ＰＬＡＮＤ：斑块面积所占景观百分比，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ＮＰ：斑块数量，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ＰＤ：斑块密

度，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景观水平上的景观指数表明（图 ４），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蔓延度指数（ＣＯＮＴＡＧ）、香浓多样性指数

（ＳＨＤＩ）均呈现降低的趋势，景观形状指数（ＬＳＩ）则逐年增加，表明整体景观斑块面积有减小的趋势，斑块的聚

集程度降低，形状趋于复杂，景观结构异质性逐渐降低，整体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加大。 由于各区域的发展特征

不同，４ 个区域的景观异质性和破碎化程度也有所差异，其中，城市发展新区虽然具有较高的 ＳＨＤＩ，但是较低

ＣＯＮＴＡＧ 和较高的 ＬＳＩ 值表明该区域的景观异质性和破碎化程度在 ４ 个区域类型中是最高的；由于首都功能

核心区的景观类型较为单一，９０％以上均为人工表面，景观整体性较强，该区域的景观异质性和破碎化程度最

低（图 ５）。

７　 １２ 期 　 　 　 冯舒　 等：基于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北京市生境质量时空演变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景观水平上景观指数变化

Ｆｉｇ．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ＣＯＮＴＡＧ：蔓延度指数，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ＬＳＩ：景观形状指数，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ＳＨＤＩ：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不同区域景观水平上景观指数变化

Ｆｉｇ．５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２．３　 生境退化度时空变化特征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间，北京市生境退化程度逐渐增加，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图 ６）。 在平原区，起
初生境退化度分值最高的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外围，主要集中在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和丰台区等 ４ 个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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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市功能拓展区）以及丰台与房山区的交界处，此外，基本上整个平原⁃山区交界地带的生境都有较为严重

的退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建设用地的不断扩张，生境退化逐渐向城市中心外围（城市发展新区）扩展，表
明这类区域受生态威胁因子影响的程度逐渐升高。 将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００ 年的生境退化度栅格图相减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生境退化度变化（图 ７ ａ），“＋”代表 ２０１５ 年生境退化度高于 ２０００ 年，相减之后的值为正

值，“－”则代表 ２０００ 年生境退化度较高，相减之后值为负。 可以看出，１５ 年间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城市功能拓

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其次是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的南部以及延庆区的西南部，其中的红色部分表明这些

区域的生境退化度增加较为明显，生境受到威胁的程度加剧，而蓝色部分代表生境退化度有所下降。

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生境退化度和生境质量

Ｆｉｇ．６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２．４　 生境质量时空变化特征

将计算出的生境质量划分为 ５ 个等级，分别为 ０．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４—０．６、０．６—０．８、０．８—１．０（图 ６）。 可

以看出，北京市生境质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由于大面积的森林覆盖，西北部和西部山区生境质量

较高，取值多处于 ０．８—１．０ 之间，中部平原地区、延庆县平原地区以及平原⁃山区交界处生境质量较低，多在 ０．
４ 以下，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取值普遍较低（０．２ 以下）。 城市中心到城市外围的生境质量逐

渐升高，而伴随着城市不断向外扩展，原有的生境转变为新的威胁因子，继续威胁周边生境的质量，生境质量

的降低也表现出向外扩张的态势。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间，生境质量整体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总值下降了 ２％。 将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００ 年的生境

质量栅格图相减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生境质量变化图（图 ７ ｂ），变化值大于 ０ 的地区代表 ２０１５ 年生境

质量高于 ２０００ 年，生境质量得到提升，小于 ０ 则代表生境质量有所下降，由于生境质量范围取值为 ０—１，当变

化值为 １ 时，生境质量提升显著（从 ０ 提升到 １），表明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当变化值为－１
时，生境质量下降明显（从 １ 降低到 ０）。 通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生境质量变化可以看出，生境质量下降最

为明显的是城市功能拓展区外围，以及城市发展新区的大部分地区。 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昌平区的东部、
顺义区、通州区、大兴区以及房山区的东部小范围区域，而平谷区、密云区中部、延庆县以及昌平区西部的生境

质量有较为明显的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与整体趋势相反，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生境质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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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生境退化度和生境质量变化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值逐渐升高，反映出核心区的绿地建设和生态涵养区的生态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表 ７）。

表 ７　 北京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不同区域生境质量总值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年份
Ｙｅａｒ

首都功能核心区
Ｃｏ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

城市功能拓展区
Ｕｒｂａ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ｚｏｎｅ

城市发展新区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生态涵养发展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北京市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００ ７１７４ ３９３２３８ ３７９６６８４ ８１７１６０７ １２３６８７０３

２００５ ７３１６ ３７７１２１ ３７０７１０４ ８１９６３６３ １２２８７９０４

２０１０ ７５２９ ３５８４００ ３６２４４５６ ８２５４２２４ １２２４４６０９

２０１５ ７６９９ ３２６７７９ ３５１１６２１ ８２７５６７５ １２１２１７７２

３　 讨论

３．１　 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生态用地的流失

２１ 世纪城市化及其土地利用变化将是对环境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土地利用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

间的关键环节，由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景观格局改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１１］。 生态用地是城市复合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显著的生态服务功能［３９］，具有适当比例和合理布局的城市生态用地能够

保障城市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所必需的基本生态服务功能［４０⁃４１］。 结果表明，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生态用地所占比例总体增加了 ５．７１％，但是生境质量总值却下降了 ２％。 随着人工表面的扩张，具
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湿地面积减少了约 ３０％，虽然林、草地的面积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但由于受到各威胁因子

的影响，其平均斑块面积减小，总体斑块的破碎化程度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态用地之间的连通性，生物

可利用的生境数量减少，导致其发挥生态效益的能力下降，是引起整体生境质量降低的原因之一，也是某种意

义上生态用地功能的“流失”。 由此看来，生态用地的流失不仅表现为被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侵占，也体现在

其生态功能的减弱甚至丧失。 因此，为了避免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生态用地的流失，未来关于生态用地的保

护和设置，不仅要保证生态用地的适宜面积，还要注重其结构组成和空间配置，提高生态用地的整体质量，从
而提升生态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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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城市不同区域的生境质量存在差异

生境质量反映了环境能够为个体或种群的生存提供适宜生存条件的能力，主要受生境的适宜性程度和退

化程度两方面的影响［４２］。 研究表明，生境质量下降最明显的是城市功能拓展区外围以及城市发展新区的大

部分地区，而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生境质量总值逐渐升高，反映出不同区域为生物提供生境

的能力不同。 究其原因，生态涵养发展区有大面积的森林覆盖，人为干扰较弱，生境适宜性程度高，因此能维

持较高的生境质量，近年来随着生态建设的不断加强，生境质量得到提升；随着“见缝插绿”、“拆后还绿”、“留
白增绿”等工程的实施，首都功能核心区的绿地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生境质量提升的主要原因。 相

比之下，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分布着大量的人工表面，建设用地急剧扩张、耕地资源快速减少在这

些区域表现的尤为明显，生态用地破碎化程度加强，生境适宜性较弱，生境退化度高，导致生境质量下降明显；
此外，虽然耕地提供的生境适宜性较低，但是在计算生境质量时仍被列为生境考虑，研究期间耕地面积严重减

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境质量的降低。 有研究表明，北京市的景观格局演变特征在东南部平原区的变

化最剧烈，西、北部林地和林、耕交错带的景观格局对城市化响应最为强烈［４３］。 因此，这些区域应该成为未来

城市发展和规划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敏感区域。
３．３　 生态用地质量是生态保护的关键

生境质量是指生态系统提供适宜个体与种群持续发展生存条件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的

生物多样性状况［３２］。 研究表明，由于生境面积的减小和生境质量的降低，全球 ２７％的哺乳动物都存在着较高

的灭绝风险［２３］，快速的城市化过程造成自然生境破碎化、生境质量下降，使城市物种面临了极大的挑战，是生

物多样性减少最主要的驱动力［４４⁃４５］。 结果表明，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生态用地所占比例总体增加了 ５．７１％，但
是生境质量总值却下降了 ２％，究其原因，除了受到各威胁因子的影响，其平均斑块面积减小，总体斑块的破

碎化程度加大，是导致整体的生境质量降低的原因之一，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和保护。 相关研究表明，生
境斑块的大小和连接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物种的迁移、生存和丰富度［４６］，随着不同生境之间连通性的加

强，生境质量有所提升，生物多样性呈现增大的趋势［４７］。 此外，虽然北京市首都功能核心区的生境质量有所

提升，绿地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未来随着“拆后还绿”、“留白增绿”工程的实施，北京市将会再建设一

批城市森林公园、市民身边的“口袋公园”，从而提升城市绿色空间，但是这些绿地大部分为人工绿地，与生态

涵养区的自然绿地相比，生态效益较弱，虽然绿地面积有所增加，但所能提升的生境质量究竟有多少，值得探

讨。 并且模型计算时，并没有针对特定的物种，而生境适宜性的确定需要结合具体的物种，才更有目的性和

意义。
作为城市景观重要的组成部分，生态用地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已成为广泛的共识，提高城市中生

态用地的质量不仅能够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还有利于多种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的发挥。 由于城市不同区域

的生境质量存在差异，未来关于生态用地的构建，更应关注不同区域的功能和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规划才能

实现生态功能的不断优化。 如，在首都功能核心区，维护现有绿地的同时继续开展小微绿地填补等相关的绿

地建设，改善市民身边的绿色环境；生态涵养区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产和自然旅游资源，应以生态维护、水源保护、适度旅游和生态农业开发为主，严格控制浅山区的开发建设，加
强绿化建设和生态恢复；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平原面积广阔，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推进城市化进程时，要根据资源环境条件，科学合理的确定开发模式、规模和强度，加
强绿地等生态环境建设，维护城市的绿色生态空间。

４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特征以及生境质量变化情况，揭示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空间格局特征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１）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城市化程度不断加强，人工表面增加了近 ４０％，湿地、耕地均下降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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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是建设用地快速扩张的主要来源，其中，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工表面增长最多，增加了 ６０％；发挥着重要生

态服务功能的林地、草地、和湿地增加了 ５．７１％，４ 个不同区域的主要生态用地（林地、草地、湿地）面积均有所

增加，增长最多的为城市功能拓展区（９％）。
（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总整体景观斑块面积减小，斑块的聚集程度降低，形状趋于复杂，景观结构异

质性逐渐降低，整体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加大，其中，城市发展新区的景观异质性和破碎化程度在 ４ 个区域类型

中是最高的；由于各种威胁因子的存在，虽然林地和草地的面积均有所增加，但原有林、草地以及湿地的斑块

破碎化程度不断加大。
（３）北京市生境质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西北部和西部山区生境质量较高，但生境质量整体呈

现逐年降低的趋势，总体下降了 ２％；与整体趋势相反，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生境质量总值逐

渐升高，反映出这些区域的绿地和生态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整体的生境退化度逐渐增加，最严重的区域在城

市功能拓展区以及平原⁃山区交界地带，是未来城市发展和规划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敏感区域。
多年来，人类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常常只看重其经济价值和直接利用价值，而忽略了对生境质

量的保护，导致生态环境结构和功能遭受巨大的破坏，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反过来影响

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对人类福祉产生重大的影响［４８］。 如何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避免景观趋于破碎化，能
否建立景观破碎指数与生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找到使生境质量大幅下降的一个破碎度阈值来指导保护管理实

践，这些问题值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怎样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使社会发展⁃自然资源保护⁃人类福祉这

一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良性循环，则需要政府、规划者和科学家共同探讨，在满足城市发展需求的同时做好城

市的总体规划，寻求最适合的城市景观格局［４９］。 今后计划在研究区逐步开展对城市化过程与生态用地变化

之间的定量关系、生态用地的连通性及其环境效应等方面的研究，并基于城市环境健康与生态安全，进一步探

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城市生态空间的优化模式和调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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